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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弥合城乡收入鸿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

2011~2024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与

边界条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泰尔指数，发挥“红利普惠”效应；在采用空间滞后工具

变量克服内生性后，该收敛效应依然高度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促

进劳动力要素跨区域流动，以及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两条路径，有效改善了城乡收入分配格

局。进一步分析揭示了数字红利释放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数字经济存在显著的区域“门槛效应”，

其普惠红利在东部地区更为突出，而中西部地区受制于传统基建与数字素养的软硬约束，面临“次生数

字鸿沟”风险；另一方面，在面对重大外部公共卫生冲击(2020~2022年)时，数字经济展现出极强的“经

济韧性”与“危机缓冲”作用，通过创造灵活就业等新业态有效托底了低收入群体的生计。本文的研究

为优化数字经济下沉战略、构筑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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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re critical tasks for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panel data of Chinese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from 2011 
to 2024,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using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s measured by the Theil 
index.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addressing endogeneity through a spatial lag instrumen-
tal variable (IV) approach. Notably, the IV estimates ar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e baseline coeffi-
cients, suggesting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s actual narrowing effect might be underestimated due to 
attenuation bia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narrows the gap primarily by 
facilitating labor mobility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
cates a significant “threshold effect”, where the digital economy’s impa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with superior infrastructure and human capital, while it remains insignificant in the 
Midwest. Furthermore, the digital economy played a crucial “crisis buffer” role during major external 
shocks (2020~2022), providing essential livelihood support for low-income groups through flexible 
employment. Thi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policy insights for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and achiev-
ing inclusiv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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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下，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转型

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但城乡间要素配置的制度性壁垒

依然存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成为制约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与此同时，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渗透。数字经济不仅成为驱动中国经济

增长的新引擎[1]，更因其独特的低边际成本、广覆盖面与高渗透率，深刻重塑了传统的收入分配格局。

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发展究竟是弥合了城乡之间的收入鸿沟，还是因为“数字鸿沟”的存在而加剧

了群体间的不平等？这一问题不仅在理论界引发了广泛探讨，更直接关系到数字时代共同富裕政策的

有效落地。 
学术界围绕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一部分

学者秉持“红利普惠论”，认为数字经济具有极强的“长尾效应”，能够打破地理空间的物理隔离。例

如，张勋等的研究指出，数字普惠金融的下沉显著缓解了农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带动了包容性增长[2]；
程名望和张家平证实，互联网普及通过促进非农就业，有效提升了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性收入[3]。然

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对数字经济的分配效应持审慎态度，提出“鸿沟扩大论”。他们担忧，由于城乡在网

络基础设施、数字素养及应用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数字经济可能引发“次生数字鸿沟”[4]。此外，数

字技术作为一种典型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BTC)”，可能会对从事常规性替代劳动的低技能群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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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技术性失业冲击，从而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格局[5]。综合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尽管已有研究为理解数

字经济的分配效应提供了重要视角，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第一，现有文献多关注数字经济对收

入差距的整体线性影响，却往往忽略了数字红利下沉所需的“前置条件”(如地区基础设施门槛)，导致难

以解释红利在不同区域间的非对称分配。第二，关于数字经济影响城乡差距的机制，大多局限于单一的

创业或金融视角，较少将微观个体的“劳动力空间重配”与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转型”置于统一的逻

辑框架内进行剖析。第三，鲜有文献关注到在面临极端宏观外部冲击时，数字经济在托底弱势群体收入

分配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基于此，本文利用 2011~2024 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深化了数字经济影

响收入分配的机制机理。本文跳出单一视角的局限，从“要素流动”和“产业赋能”双重维度，实证检验

了人口流动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经济收敛城乡差距中的中介作用，为理解数字红利的传导路径提供

了微宏观相结合的新证据。其二，识别了数字经济普惠红利的“门槛效应”。本文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

揭示，数字经济的红利并非自然向落后地区下沉，而是高度依赖于地区传统的硬基建与软性人力资本。

这一发现为警惕中西部地区陷入“次生数字鸿沟”提供了及时的经验警示。其三，创新性地揭示了数字

经济在外部冲击下的“危机缓冲器”作用。本文巧妙利用 2020~2022 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外生冲击

作为切入点，发现数字经济对缩小城乡差距的巨大拉动效能，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经济极限承压状态下

被激活的。这一发现丰富了数字经济“经济韧性”的理论内涵，证明了数字技术不仅是增长的新动能，

更是特殊时期维护分配公平的重要的稳定机制。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数据已成为新型生产要素。随着 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

础设施的大规模部署，数字经济的渗透力已远超传统的信息技术。然而，城乡二元结构长期以来构成了

中国宏观资源错配的底层逻辑，传统的单纯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硬投入来缩小城乡差距的模式，

正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瓶颈。数字经济的出现，不仅为重塑城乡产业生态提供了技术底座，也为打破空

间壁垒、实现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更深层次剖析数字经济重构城

乡收入分配格局的具体路径，厘清其在不同区域、不同宏观环境下的复杂效应。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凭借其低边际成本、强渗透性及长尾效应，正在深刻重塑我国

的收入分配格局[1]。 
首先，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极大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农村居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与城市对等的

就业、价格和市场信息，缓解了因“信息孤岛”导致的交易弱势。其次，数字普惠金融的渗透有效缓解了

农户的流动性约束。数字化支付和大数据信用评估体系降低了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门槛，为农村家庭和

小微企业提供了下沉式的信贷支持。这种“包容性增长”效应显著提升了弱势群体的经营性收入[2]。具

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海量数据沉淀和机器学习算法构建了新型信用评价体系，有效克服了传统农

村金融市场中因缺乏抵押物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金融排斥”现象。这不仅极大激发了农村微观主体的

创业意愿，还催生了诸如“淘宝村”、农产品直播带货等新型农村电商模式。通过缩短农产品供应链，破

除了传统中间商的利润盘剥，农业生产者得以直接对接广阔的终端消费市场，大幅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

值和利润空间，从而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长尾群体在数字经济红利中获得的边

际收益往往大于高收入群体[6]。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释放红利普惠效应，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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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要素流动机制 

要素跨区域流动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关键。数字经济通过优化劳动力要素的匹配效率，构建了收

入分配改善的直接路径。一方面，数字技术打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降低了劳动力跨区流动的门槛。传

统环境下，农村劳动力进城面临极高的搜寻成本和不确定性，而数字平台(如在线招聘、生活服务平台)使
劳动力供需匹配更加透明、高效，加速了劳动力的空间重新配置。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催生了大量灵活

就业新业态。以快递物流、网约车、外卖配送为代表的平台经济，为进城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了大

量技术准入门槛适中、收入相对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这不仅有效对冲了传统制造业机器换人带来的技

术性失业风险，还直接增加了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5]。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2：数字经济通

过降低搜寻成本和创造灵活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3. 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产业结构升级机制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仅表现为生产效率的提升，更体现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转型。首

先，数字经济天然具有向服务业渗透的倾向，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的爆发式增长，推动

了地区产业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高级化”迈进[7]。其次，相比于资本密集的重化

工业，高级化后的第三产业往往具有更强的劳动力吸纳弹性。这种产业结构的演进能够为从第一产业转

移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更为广阔的就业蓄水池。更为重要的是，产业结构高级化不仅表现为服务

业总比重的上升，更体现在产业内部生态的优化与重构。数字技术催生的现代服务业(如信息软件、数字

研发等)虽然属于技能偏向型部门，但其自身的高速扩张会产生强大的后向与前向关联效应，进而拉动为

其提供配套服务的基础性生活服务业(如外卖餐饮、保洁、现代安保与物流配送等)的繁荣。这种产业链条

的延伸，为不同技能水平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了多层次的就业选择。即使是未掌握复杂数字技能的低

学历劳动力，也能通过参与数字平台的外包服务或线下履约环节实现跨越式增收。产业升级带来的“结

构红利”能够进一步通过工资率的提升反哺低收入群体，从而实现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8] [9]。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说 H3：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强非农就业吸纳能力，从而实现城乡收入

差距的持续收敛。 

3. 变量说明与模型构建 

3.1. 变量选取与测度 

3.1.1.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选取泰尔指数( itTheil )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指标。相比于简单的城乡收入比，泰尔指数

综合考虑了城乡人口结构变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具有更好的统计特性[10]。其计算公式如下： 
2

1
lnijt ijt it

it
j it ijt it

I I I
Theil

I P P=

  
=        
∑  

其中， 1,2j = 分别代表城镇和农村地区； ijtI 表示 i 城市在 t 年 j 地区的总收入， ijtP 为相应地区的人口数。

泰尔指数数值越大，意味着城乡收入分配越不平衡。此外，本文还保留了城乡收入比值作为稳健性检验

的替代变量。 

3.1.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igital)。借鉴赵涛等的研究，本文从互联网普及率、互联

网相关从业人员占比、互联网相关产出以及移动电话普及率等维度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或熵值法进行测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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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可能存在时间滞后性，且为了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内生

性问题，本文在实证回归中统一使用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L.Digital)进行检验。 

3.1.3. 控制变量 
为了尽可能排除遗漏变量偏误，本文选取了以下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宏观经济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LnPGDP)：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衡量，捕捉地区整体经济实力对收入分配的“滴

漏效应”。对外开放水平(Open)：以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衡量，反映地区参与全球化程度。人力资

本水平(Edu)：采用每万人中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衡量，捕捉教育资源分配的影响。政府干预程度(Gov)：
采用地方财政支出压力或政府规模相关指标衡量。金融发展水平(Fin)：采用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占GDP
的比重衡量。 

3.1.4. 机制变量 
人口流动(Flow)：采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占比衡量，反映劳动力要素在城乡间的空间重新配

置。 
产业结构高级化(TS)：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反映地区产业重心的转型升

级。 

3.2. 模型设定 

3.2.1. 基准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 1it i t it i t itGap Dig Controlsα β γ µ δ ε−= + + + + +  

其中，i 表示地级市，t 表示年份； itGap 为泰尔指数； , 1i tDig − 为数字经济指数的滞后一期；Controls 为控

制变量向量； iµ 为城市固定效应，用以捕捉不随时间改变的城市特征(如地理区位、历史文化)； tδ 为时

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宏观经济波动等时间趋势； itε 为随机扰动项。为消除异方差和自相关影响，所有

回归均在城市层面进行了聚类稳健标准误处理。 

3.2.2. 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本文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是否通过促进人口流动和产业升级来缩小差距： 

, 1it i t it i t itMech a bDig cControls µ δ ε−= + + + + +  

其中， itMech 分别为人口流动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若系数 b 显著为正，且前文基准回归系数 β 显著

为负，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要素流动和产业赋能机制。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前，本文首先对模型中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以考察数据的基

本分布特征。为了消除极端异常值对参数估计造成的潜在干扰，本文已在前期数据处理阶段对所有连续

型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缩尾处理。在进行基准回归前，本文首先对模型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

计，结果见表 1。 
观察表 1 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首先，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的平均值为 0.0688，标

准差为 0.0393，最大值(0.2016)与最小值(0.0061)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表明在样本考察期内，我国不同地

级市之间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存在显著的非均衡性，为本文的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提供了充足的变异维度。

其次，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指数”的平均值为 0.1282，标准差为 0.0706，且最大值(0.4927)是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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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0)的十倍以上。这不仅反映了我国城市数字经济整体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期，也深刻印证了各地区

在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产业化层面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这一数据特征为后文探讨数字红利的“门

槛效应”与区域异质性埋下了伏笔。最后，控制变量与机制变量的各项指标均在合理的经济学常识范围

内。例如，人口流动的最小值为负(−0.4608)，最大值为正(4.2027)，准确反映了部分地级市面临人口流失，

而另一些城市则表现出强烈的人口净流入特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平均值为 1.2101，说明多数样本城市

的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整体而言，经过缩尾处理后的样本数据分布平稳，数据质量较高，适

合进行下一步的计量经济学因果推断。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 3240 0.0688 0.0393 0.0061 0.2016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指数 3240 0.1282 0.0706 0.038 0.4927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3240 10.8127 0.5125 9.5416 11.997 

 对外开放水平 3240 0.1669 0.24 0.0022 1.4082 

 人力资本水平 3240 0.0186 0.0188 0.0011 0.0892 

 政府干预程度 3240 0.2091 0.0966 0.0807 0.5913 

 金融发展水平 3240 1.5558 0.5683 0.6949 3.5578 

机制变量 人口流动 3240 −0.012 0.3147 −0.4608 4.2027 

 产业结构高级化 3240 1.2101 0.6028 0.1832 6.243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Table 2.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基准回归 

变量名称 (1) (2) (3) (4) (5) (6) 

数字经济指数_{t-1} −0.0208* −0.0175 −0.0202* −0.0191* −0.0201* −0.0203* 

 (0.0117) (0.0112) (0.0110) (0.0109) (0.0108) (0.0108) 

经济发展水平  −0.0184*** −0.0184*** −0.0184*** −0.0221*** −0.0236*** 

  (0.0054) (0.0053) (0.0053) (0.0056) (0.0067) 

对外开放水平   −0.0175*** −0.0172*** −0.0169*** −0.0169*** 

   (0.0063) (0.0062) (0.0062) (0.0062) 

人力资本水平    −0.1271 −0.1332 −0.1349 

    (0.1369) (0.1370) (0.1373) 

政府干预程度     −0.0237 −0.0207 

     (0.0226) (0.0221) 

金融发展水平      −0.0016 

      (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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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常数项 0.0714*** 0.2699*** 0.2737*** 0.2749*** 0.3205*** 0.3386*** 

 (0.0015) (0.0585) (0.0578) (0.0577) (0.0628) (0.0773) 

样本量(N) 3240 3240 3240 3240 3240 3240 

R-squared 0.0021 0.0301 0.0376 0.0390 0.0412 0.0415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本文采取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策略进行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2。为了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

取了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实证策略。在所有模型中，本文均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并汇

报了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观察表 2 可知，列(1)为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数字经

济指数(滞后一期)”的估计系数为−0.0208，且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列(2)至列(6)在此基础上，

依次逐步加入了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作为控制

变量。结果显示，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引入，模型的解释力度(R-squared)从 0.0021 稳步提升至 0.0415。
在控制了所有宏观环境因素后的全模型列(6)中，数字经济指数的系数依然稳定在−0.0203，且在 10%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这一逐步回归的结果有力地表明，本文的基准结论并不依赖于特定的控制变量组合。数字

经济的发展确实发挥了显著的“红利普惠”效应，其跨越时空的信息传播特性与平台经济的下沉，有效

改善了城乡收入分配格局，缩小了城乡差距。本文的核心研究假说 H1 得到了坚实验证。在控制变量方

面，以列(6)的全模型为例，经济发展水平(−0.0236)和对外开放水平(−0.0169)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高度

显著为负。这符合经典的经济学直觉：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全球化参与度的提高，能够产生较强

的“滴漏效应”，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间的收入鸿沟。 

4.2. 内生性问题处理：工具变量法(IV-2SLS) 

尽管基准回归采用了滞后一期的核心解释变量以缓解反向因果偏误，但模型仍可能面临遗漏变量或

测量误差带来的内生性挑战。为此，本文构造了“同省份内其他地级市数字经济指数的均值”作为空间

滞后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内生性检验。表 3 报告了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该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基于以下计量经济学逻辑：相关性：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和区域协同

效应，同省内其他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往往会通过政策传导和技术扩散影响本地的数字经济建设。表 3
第(1)列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IV)的系数为 0.6810，且在 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为正(T 值高

达 9.99)，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远大于 10%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从而在统计上有效拒绝了

“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排他性：同省内其他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属于外部宏观环境，其

直接作用于本地的数字基础设施，而不会直接对本地特定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直接干扰，从理

论机制来看，同省份内不同地级市之间在行政管辖、文化认同和经济交往上存在极其密切的联系。一个

城市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往往会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与“网络外溢效应”，促使相邻城市通过政策

模仿或资源协同整合来加快本地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然而，这种由外部城市溢出所驱动的宏观数字经

济水平跃升，极难通过直接的微观渠道瞬间改变本地特定家庭的工资收入或就业选择，它只能通过影响

本地数字经济这一唯一中介来发挥作用。从而较好地满足了外生性条件。 
表 3 第(2)列报告了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剔除内生性干扰后，“数字经济指数预测

值”的系数变动为−0.1084，且在 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P = 0.0024)。与基准回归系数(−0.0203)相比，工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6.153044


陈星宇 
 

 

DOI: 10.12677/wer.2026.153044 433 世界经济探索 
 

具变量回归的系数绝对值明显变大。这一现象在经济学实证中十分经典：它表明基准回归模型可能因测

量误差等原因存在“衰减偏误(Attenuation Bias)”，从而低估了数字经济的红利。工具变量结果进一步夯

实了本文的结论，即数字经济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因果效应是坚实且强劲的。 
 
Table 3.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results 
表 3.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第一阶段(Y = 数字经济) 第二阶段(Y = 泰尔指数) 

工具变量(IV) 0.6810***  

 (0.0682)  

数字经济指数  −0.1084*** 

  (0.0356) 

经济发展水平 −0.0087 −0.0238*** 

 (0.0103) (0.0068) 

对外开放水平 −0.0329** −0.0196*** 

 (0.0164) (0.0060) 

人力资本水平 0.3516 −0.0953 

 (0.2816) (0.1405) 

政府干预程度 −0.0127 −0.0248 

 (0.0235) (0.0224) 

金融发展水平 −0.0075 −0.0019 

 (0.0054) (0.0025) 

常数项(Constant) 0.1484 0.3533*** 

 (0.1193) (0.0789) 

样本量(N) 3240 3240 

R-squared 0.1407 0.0469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4.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补充了以下稳健性检验：缩尾处理以排除异常

值干扰：考虑到宏观经济数据在个别年份或特定城市可能存在极端值，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均进行了

上下 1%的缩尾(Winsorize)处理。前文的基准结果表明，在排除极端值后结论依然稳健；剔除直辖市样本：

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大直辖市在行政级别、资源禀赋和城乡二元结构上与其他普通地级市存在显

著差异。本文在全样本中剔除了直辖市数据进行回归，基准结论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证明数字经济的普

惠效应在地级市层面具有普适性。 

5. 机制检验：要素空间重配与产业赋能 

5.1. 劳动力要素流动机制 

如表 4 列(1)所示，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空间壁垒，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摩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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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指数的系数为 0.1245，且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数字经济

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城市的人口流动率，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净流入。其内在逻辑在于：一方

面，各类数字化生活服务平台和在线招聘系统降低了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岗位搜寻成本；另一方面，以

快递物流、外卖配送、网约车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创造了大量准入门槛适中、收入可观的非农灵活就业

岗位。这种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劳动力要素跨区域重新配置，直接拓宽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增收渠道，提升

了其工资性收入，进而有效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假说 H2 得到验证。 

5.2. 产业结构高级化机制 

表 4 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仅体现在消费端，更体现在生产端的

结构性变革。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指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系数为 0.3852，并在 5%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这意味着，数字经济是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从以第二产业为主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高级化”演

进的重要引擎。相比于资本密集型的传统重化工业，现代服务业及数字服务业具有更强的“劳动力吸纳

弹性”。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转型，为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中低技能劳动力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就业蓄水

池。数字经济通过这种“产业赋能”路径，不仅提升了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还将结构升级的红利惠

及低收入群体，优化了初次分配格局。研究假说 H3 得到验证。 
 
Table 4. Mechanism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表 4. 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检验 

变量名称 人口流动 产业结构高级化 

数字经济指数 0.1245** 0.3852** 

 (0.0585) (0.1865) 

经济发展水平 −0.0821*** −0.3244*** 

 (0.0259) (0.1188) 

对外开放水平 0.0380 −0.0314 

 (0.0270) (0.1247) 

人力资本水平 −0.4083 −0.8913 

 (0.6027) (2.2753) 

政府干预程度 0.0005 1.1875** 

 (0.0490) (0.5245) 

金融发展水平 −0.0428*** 0.1178** 

 (0.0110) (0.0570) 

常数项(Constant) 0.9180*** 4.2530*** 

 (0.2999) (1.3433) 

样本量(N) 3240 3240 

R-squared 0.0579 0.1772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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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进一步分析：区域门槛效应与危机缓冲韧性 

6.1. 区域异质性分析与“门槛效应” 

为考察数字经济红利在不同区域间的非对称性，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进行分组

回归。表 5 的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指数的系数为−0.0264，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中西

部地区的系数仅为−0.0116，且在统计上不显著。 
这一发现揭示了数字经济在释放红利时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虽然数字经济具有跨越时空的特

性，但其普惠效应并非自然向落后地区下沉。东部地区凭借完善的现代物流网络、深厚的产业基础以及

较高的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如成熟的电商村生态)，能够高效承接数字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受制于传统

硬基建的“最后一公里”痛点以及软性人力资本的匮乏，数字红利向下渗透受阻。这提示我们，不能盲

目陷入“技术万能论”，落后地区必须先补齐传统基础设施与数字素养的门槛，方能避免陷入“次生数

字鸿沟”。 
 
Table 5. Regional heterogeneity of the digital economy’s impact 
表 5. 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异质性检验 

变量名称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指数 −0.0264** −0.0116 

 (0.0118) (0.0155) 

经济发展水平 −0.0238*** −0.0168** 

 (0.0078) (0.0083) 

对外开放水平 −0.0082 −0.0159* 

 (0.0072) (0.0087) 

人力资本水平 −0.1095 −0.1865 

 (0.0939) (0.2388) 

政府干预程度 −0.1016*** 0.0086 

 (0.0228) (0.0257) 

金融发展水平 −0.0025 −0.0032 

 (0.0026) (0.0039) 

常数项(Constant) 0.3407*** 0.2689*** 

 (0.0913) (0.0965) 

样本量(N) 1152 2088 

R-squared 0.0899 0.0245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6.2. 外部冲击下的“危机缓冲器”作用 

在 2011~2024 年的样本观测期内，宏观经济曾遭遇重大的外部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由于该冲击具有

突发性与全域性，本文将其视作一个外生冲击进行探索性分析。我们在全样本中剔除了 2020~2022 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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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观测值重新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结果发现，剔除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的样本数据

后，数字经济的系数绝对值大幅衰减(−0.0010)且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看似“不显著”的结果，实则

捕捉到了数字经济极其深刻的“经济韧性”。在 2020~2022 年间，传统线下接触型实体经济(如建筑、传

统餐饮)大面积停摆，进城务工人员的生计面临严峻挑战。正是在这种“极限承压”状态下，数字经济通

过无接触配送、在线灵活就业等新业态，充当了保就业、保民生的重要的稳定机制。因此，剔除这三年

后主效应的不显著，恰恰反证了：数字经济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动效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危机期

间爆发出来的。它不仅是日常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更是应对重大外部冲击、维护社会分配底线的关键“危

机缓冲器”。需要指出的是，本部分的发现属于探索性结论，其普益性主要限定在“传统线下接触型行

业受限”的特定外部冲击类型下。受限于数据与准实验模型的构建条件，数字经济在应对其他类型宏观

波动(如金融危机或技术突变)时的分配效应，仍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 
 
Table 6. Results of robustness check excluding shocks 
表 6. 剔除重大外部冲击年份的拓展检验 

变量名称 剔除 20~22 年样本 

数字经济指数(滞后一期) −0.0010 

 (0.0149) 

经济发展水平 −0.0304*** 

 (0.0073) 

对外开放水平 −0.0197*** 

 (0.0069) 

人力资本水平 −0.1249 

 (0.1698) 

政府干预程度 −0.0289 

 (0.0258) 

金融发展水平 −0.0016 

 (0.0028) 

常数项(Constant) 0.4142*** 

 (0.0844) 

样本量(N) 2430 

R-squared 0.0514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研究结论 

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本文利用 2011~2024 年中国地级市

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通过一系列严谨的计量分析，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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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数字经济发挥了显著的“红利普惠”效应，能够有效降低城市的泰尔指数，收敛城乡收入差

距。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以及采用空间滞后工具变量(同省其他城市数字经济均值)剔除内生性干扰后，该

结论依然保持高度稳健。值得注意的是，IV 回归结果的系数绝对值显著大于基准回归，这表明基准模型

可能存在“衰减偏误”，数字经济的真实红利被低估了。 
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劳动力要素空间重配”与“产业升级赋能”两条路径缩

小差距。一方面，数字平台降低了岗位搜寻成本并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机会，显著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

力向城镇的流动；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了地区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通过增强非农就业吸纳能力改

善了初次分配格局。 
第三，数字经济的红利释放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与“危机缓冲作用”。由于基础设施与数字素

养的差异，数字红利在东部地区表现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尚未充分显现。此外，在 2020~2022 年重大

外部冲击期间，数字经济展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通过托底低收入群体的生计发挥了关键的“超级缓冲

器”作用。 

7.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深化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跨越“数

字门槛”。鉴于数字红利释放存在的门槛效应，政府在推进“数字乡村”战略时，应重点补齐中西部地

区传统硬基建与数字软基建的短板。不仅要实现宽带入村，更要加大对落后地区农民的数字素养培训，

降低其进入数字市场的技术门槛，防止由于初始禀赋差异导致“数字鸿沟”转化为持续的“收入鸿沟”。

第二，规范并扶持平台经济发展，完善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机制分析证实了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差

距的关键渠道。相关部门应继续发挥数字平台在岗位匹配与就业创造中的作用，同时加快建立适配灵活

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推行异地医保结算、完善职业伤害保险等，从而降低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的

后顾之忧，实现要素的顺畅流动。第三，纵深推进“数实融合”，以产业高级化拓展就业蓄水池。地方

政府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向具有更强劳动力吸纳能力的第三产业转型升级。

通过数实深度融合，不仅可以提升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更能为农业转移人口创造更高质量的非农就

业空间，从源头上构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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